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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后 70周年首相谈话的声明 

 

    今年夏天，据报道，安倍晋三首相将发表战后 70 周年谈话，这受到了日本国内外的强烈关注。 

  我们是国际法学、历史学及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者（联合署名见文末），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且以

世界共同的法律和历史政治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我们对有关这次谈话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多年的研

究。 

  我们之间在学术立场和政治信仰方面存在差异。尽管如此，我们持有以下几点共同的认识。将这

些认识告知日本国民、为政者以及与这次谈话相关国家的人们，是我们作为一名专家应有的社会责任。

以下是我们达成的几点共识： 

 

(1) 首相谈话是在战后 70 周年这一重要时刻发表的。作为国家政策的最高决策者，首先应该向先

辈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是他们不懈地努力将 1945 年那样的、众多国民忍饥挨饿、许多城市化为灰烬的

日本，建设成了今天这样的、和平繁荣的日本，并且向日本国民表示一定会将和平繁荣的日本完好无

损地传递给下一代的意志和决心。不管是战后 50 周年、60 周年还是 70 周年，这都是作为现在的一代

对上一代和下一代国民的责任，这一点是社会大众所广泛认同的。 

(2) 战后日本的复兴与繁荣，不是仅仅依靠日本国民的努力而实现的，同时也与诸多国家对日本

的理解、期待以及支援分不开的，是他们在和谈及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放弃赔偿等，为战后日本的重新

发展显示出了宽大的态度，并一直以各种形式支援了日本的安全与经济繁荣。这一点，已经从各种研

究成果中得到证实。因此，谈话也应对这些海外各国国民表示深深的谢意。 

(3) 日本国民的不懈努力，带来了战后的复兴与繁荣。而这种努力，是基于认为对台湾及朝鲜的

殖民地统治以及 1931 至 1945 年的战争是重大错误的认识之上的，是基于对这场牺牲了三百多万日本

国民和数倍以上的中国及其他各国国民的战争的沉痛反省之上的，也是基于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的决

心之上的。对战争中牺牲的人们的强烈的赎罪之感与悔恨之念，是支持战后日本和平与发展的原动力。

经历战后 70 周年、80 周年、90 周年，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想法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也许这是无法

避免的事情。但是，正是这种想法，才是支持战后日本和平与繁荣的起点与初衷，这是决不应该忘记

的。 

(4) 这一点，也与是否应该继承战后 50 周年村山谈话中所提到的、也被战后 60 周年小泉谈话所

继承的对“侵略”、“殖民统治”的“沉痛的反省”、“由衷的歉意”等措辞相关。不应以是否使用某一

特定的用词来评论首相谈话内容的好坏，也不应以是否继承“村山谈话”这一特定首相谈话中的个别

措辞来作为评判其之后的首相谈话的水平的标准，这一点很多专家、特别是很多国民都认同。但是，

用怎样的措辞来表述，是评价在国际上具有极大影响、负有重大责任的文件时，无论在任何国家、任

何时代都是极为重要的标准。对这种措辞的重要性，政治家应比谁都要负责任地进行慎重考虑。对此，

我们作为研究历史、法律和政治的学者，特别向日本的为政者提出强烈的要求。 

(5) 包括谈话措辞的问题在内，“安倍谈话”如何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谈话”，也因迄今为

止首相的言行，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讨论，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不仅限于日本国内，在中国、韩国、

美国等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里也可广泛地看到这一现象。若在“安倍谈话”中没有采用“村山谈

话”和“小泉谈话”里的重要措辞，则恐怕国际上的关注将会集中到这一点上，首相谈话本身极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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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反而受到负面评价，而且有可能引起相关国家连对首相及官房长官至今通过谈话强调过的对过去的

反省也产生误解与不信任。安倍首相多次强调要“总体上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谈话”，在此，

我们强烈希望用具体的措辞表述来明确表示“总体上继承”的意思。 

(6) 即便战后 70 周年谈话是不经内阁审议决定的“首相谈话”，上述想法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首相都是国政的最高决策者，代表着日本的立场，一般国民几乎不会留意

到有无内阁审议决定这一问题，更不用说海外各国的国民了。最重要的在于谈话的内容。如果 70周年

谈话由于其措辞的原因被国际社会所否定的话，其结果是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日本所有国民都将处于

不光彩的立场。为了不让现在和将来的日本国民处于不利的境地，殷切期望安倍首相在“谈话”中所

使用的措辞是经过深思熟慮的、明智的。 

(7) 对日本国民来说，承认日本自 1931 年至 1945 年所实施的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是

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先辈们经受了比包括现在在内的任何时代的日本国民都要严峻的考

验，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许，我们这些后辈没有资格去轻易断定先辈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但

是，日本并不是被侵略的一方，而是日本去攻击中国、东南亚及珍珠湾，造成了三百多万国民的牺牲、

数倍以上的其他各国国民的牺牲，这些战争是极大的错误，很遗憾地说，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且，

日本对台湾和朝鲜进行了殖民统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历史上，任何国家都会犯错误，日本也应

干脆果断地承认这一时期犯下的错误。这种干脆果断的态度，才能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得到道义上的

正面评价，也是我们日本国民值得自豪的态度。 

(8)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包括安倍首相在内的历代首相，在国会答辩等时都提到过侵略的定义尚

不明确的问题。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这未必是正确的解释。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言论让人质

疑，日本是否是在试图否认日本从 1931 年开始进行的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而这一点已经是

国际社会的共识。这样的言论，将给日本带来极大的不利。 

20 世纪上半期，由于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遭遇，国际社会致力于将战争界定为违法行为。

1928 年的不战条约就是其典型代表，日本也是缔约成员国之一，条约中明确规定禁止自卫以外的任何

战争。历史学上已经证明，1931 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从 1928 年炸死张作霖事件以来开展

的阴谋所引起的。当时的日本政府主张那是行使自卫权，但这一主张并未被国际联盟所接受。包括之

后的日中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在内，1931 至 1945 年的战争，无论其名称如何，实质上都是由日本发起的、

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这一点，无论在国际法学还是历史学上，都已是国际上的定论。 

战后国际社会一贯保持了这样的认识，若否定这一认识，则不仅否定中国和韩国，还否定了包括

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对这一历史的共同认识。决不能因为模糊了日本过去实施的战争的不正当且

违法的性质，而使日本国民在战后 70 年间努力建构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高度评价化为乌有。我

们确信，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专业研究者的想法，同时也是大多数日本国民所共有的想法。 

 

1924 年，孙文在神户举行了著名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曾经对日本国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日本

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完全接受孙文将西方与霸道、

东方与王道结合在一起的见解，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欧美列强与日本所造成的半殖民地状态下，

孙文提出的问题实是击中要害。很遗憾，之后的日本走上了霸道之路，其结果也几乎使日本灭亡。 

战后的日本，将此作为深刻教训铭记于心，走上了能自傲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之路。将来的日本，

也要继续走这一王道之路，加倍巩固战后构筑起来的和平、繁荣与安全的社会，通过与其他国家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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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技术及文化上的合作，并分享合作的成果，让日本继续成为国民能感到自豪的世界典范之国。这

是我们作为研究历史、国际法及国际政治学的学者，更是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的想法。 

我们深切期望，首相能够深思世界对战前战后的日本历史的评价，发表这样一个谈话——无论是

现在或是将来的日本国民，不管他走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都能挺起胸膛自豪地说：“这是我们首相的谈

话！” 

 

2015 年 7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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